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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时期,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开始引入中国,其中番薯由于其

独特的高产、易种植等优势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至清朝末年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番

薯的引入对明清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口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１７个省份地

方志的整理以及对其他史料的搜集,获取我国各省番薯引入时间、种植情况、土地适宜性以

及人口等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在控制玉米引入时间、战争、灾害、传染病等

重要协变量基础上,定量研究番薯引入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番薯的引入

对人口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番薯对南方人口的增长作用远远大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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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开始引入中国,对我国农业结构、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更是将美洲作物的引入称为中国“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革命”.与玉米、
马铃薯等其他引入中国的美洲作物相比,番薯因其独特的高产、易种植等优势得以广泛传播.徐光启

的«甘薯疏»是最早一部介绍番薯的著作,其中详细地列举了番薯的优点,并将其总结为“甘薯十三

胜”,可见番薯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乾隆后期,除新疆、甘肃等边远地区外,其他省份均已广泛

种植番薯.至清朝末年,番薯已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粮食作物.在番薯引入我国并进行传播的过程中,
我国农业生产、饮食结构、人口数量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地,在番薯引入后的二百多年间,我国

人口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从清初仅有大约１．５亿人到咸丰年间人口已突破４亿大关,这一时期成为

我国人口增长的重要阶段.番薯的引入与明清时期人口的激增二者是否存在相关性,是正向贡献还

是反向抑制? 基于此,本文在探究番薯引入我国的时间、路线、传播途径基础上,利用历史数据量化番

薯引入对我国明清时期人口激增的影响.
有关美洲作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可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番薯等

美洲作物引入对人口增长的作用;二是在理论和史料考据层面研究美洲作物引入对土地开发、粮食生

产和多样化、居民饮食结构的影响.其中,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大都支持美洲作物引入整体上

能显著提高当地人口数量.如Joel通过估算马铃薯引入对爱尔兰人口增长的作用发现,马铃薯的引

入显著地促进了爱尔兰人口的增长[１].Qain等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旧世界(主要指东半

球)引入马铃薯对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影响,发现马铃薯的引入解释了１７００—１９００年２５％~２６％的

人口增长及３４％的城市化增长[２].有关美洲作物引入对我国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在早期非常少见,
如Lee认为番薯等美洲作物的引入增加了粮食供给,为中国西南地区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３].但近

年来,相关实证研究不断丰富,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Jia[４]和Chen等[５].Jia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

天气的变化对农民起义的影响,二是番薯作为一种新农业技术的引入是否能降低天气变化对农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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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影响[４].文章使用省级数据,将番薯在该省首次见于记载的年份作为番薯引入该省的时间,运用

双重差分(DID)的方法来比较番薯引入前后天气冲击对农民起义影响程度的不同.文章发现旱灾和

水灾会通过导致粮食短缺而提高农民起义的概率,抗灾作物番薯的引入显著地减轻了天灾与农民起

义之间的联系.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文章并没有对番薯的引入和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

研究.Chen等考察了玉米的引入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５].文章搜集了府县层面的相

关数据,将玉米最早见于记载的年份作为玉米引入的年份,使用 DID方法比较引入玉米和未引入玉

米的府县间人口、收入等指标的差异,发现引进玉米的种植对１７７６—１９００年间人口增长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而对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文章在分析玉米对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时,没
有剥离出与玉米同期引入的番薯等其他美洲作物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文章直接使用了明末清初的人

口记载数据,而此数据的准确性是历史学者普遍质疑的.
有关美洲作物引入的社会影响在理论和史料考据层面的研究基本都支持番薯等美洲作物引入使

得我国山区耕地得以开垦种植,增加了粮食的耕种面积,同时也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和总产量,丰富

了杂粮多样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饮食结构等[６Ｇ８].在理论和史料考据层面有关番薯引入对我国

人口增长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王宝卿以山东省为例,考察了番薯等美洲作物的引入对饮食结构和

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口增长的影响,指出番薯等新作物的引入是影响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长的最

为关键的因素[９].
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有关番薯引入对人口影响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大多是在研究番薯

或者其他美洲作物引入和传播情况时,对番薯产生的影响仅作了简要说明.此外,国内关于番薯引入

对人口增长影响的文献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层面,而国外用计量方法研究番薯等美洲作物传入的影响

时,还未涉及番薯引入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数据的挖掘来定量研究番

薯的引入对明清人口的影响是对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补充.

　　一、番薯引入与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１．番薯的引入

１６世纪中后期,三大美洲作物———番薯、玉米、马铃薯———先后传入中国,其中马铃薯受到其种

植环境和自身特性的限制而传播较慢,大概到１９世纪才开始大量种植,番薯和玉米则在相对较短时

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对当时人口增长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番薯原产于南美洲,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引入我国[１０].番薯通过多种途径引入我国,其中

最主要路径有三条:一是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陈益从越南引入至广东东莞;二是万历十二至十三年间

(１５８４－１５８５年),从南澳岛传至福建漳州;三是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由陈振龙引入至福建福州,
这条路径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一条.番薯在十六世纪后期引入我国闽粤地区后,并没有迅速向其

他地区传播,仅在东南地区种植,一段时间后才逐渐向江浙等沿海地区和江西、两湖地区蔓延,此后又

　注:资料来源于«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１６００－

１８４０)»[１２]

图１　１６００－１８４０年全国人口数量变化

传播到北方地区,至十八世纪中期,番薯已遍布全国.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传播,番薯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并因其高产、抗旱、适应性强、口味香甜等特性,深受百

姓喜爱.番薯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

人口的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明清时期人口的变化

明朝末年,天灾和战争不断,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路
遇等人在«中国人口通史»中写道:“人口数量在嘉靖末

年以后,便不再有所增长,待到崇祯时期,人口数量更是

急速下降.”[１１]如图１所示,我国人口从１６００年的２亿

人下降到１６５０年的１．５亿人,人口数量降低了近５００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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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但是,从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开始,清朝人口经历了从缓慢增长到急剧增加的过程.到乾隆

年间,人口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第四、五卷)中的研究,从明朝洪武二

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到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我国人口增加了约１．６５倍,达到１．９亿人,到明末崇祯十七年

(１６４４年),我国人口下降到只有约１．５亿人;而清朝时期,人口大幅增加,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人口约

为４３６０８．７万,突破了４亿人口大关.此外,据曹树基的估算,从洪武二十六年到崇祯三年我国人口

的平均增长率为４．１‰,而从康熙十七年到乾隆四十一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到达了６．８２‰,从乾隆

十一年到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４．７２‰.由此可见,我国人口在经历了明朝末年的急

剧下降后,在康乾时期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并且一直到嘉庆、咸丰年间仍旧保持了高速的人口增长

趋势.

３．番薯与人口增长

清朝人口迅速增长是我国人口史上的重要事件,尤其是清朝中前期,增长速度更是前所未有.到

咸丰年间,人口已超过四亿.几千年来的人口观念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标志着一个国家发展与富强,
清朝人口的快速增长的原因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社会的稳定是人口增长的重要前提,但最根本

的应该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最主要表现在粮食产量

的不断增加.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决定着人民的健康程度,是人口增长快慢的主要因素.
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使得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其中番薯的作用不容忽视.
正如前文所述,番薯对土地和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从南方到北方,从山区到平原,凡是旱田,皆可种植,
使得可耕地面积扩大.并且,番薯种植对人工管理的要求简单,耗时较少,产量很高,一亩可产数千

斤,远远高于其他粮食作物.尤其遇到灾荒年份,番薯抗旱高产的特性使其鲜有绝产,即使产量较低,
其叶蔓亦可充饥.另外,番薯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且口感鲜甜.到清朝中后期,番薯已在全国范围

内广泛种植,并成为主要粮食之一.番薯的引入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百姓的基本饮食需

求,促进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增加,从而为人口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人们总是会在

物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繁衍后代”.因此,可认为番薯的引入和传播为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并基于历史数据和定量分析来进行验证.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１．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选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定量分析番薯引入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的影响.DID是用于进行

公共政策评估或项目实施效果评估的常用方法,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对比(受到影响的)处理组和(未受

影响的)控制组在政策或项目实施前后的变化来识别政策或项目影响.与传统的 OLS估计相比,

DID能更好地降低由内生性样本选择问题导致的参数估计偏误,提高参数估计的可信度.
本文将番薯的引入时间作为外生的冲击变量,通过对比不同省份番薯引入前和引入后人口密度

的变化趋势来估算番薯的引入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的贡献.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lnYit＝αSit＋βXit＋proi＋pt＋εit (１)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具体的年份,Yit代表在t年i省的人口密度.最关键的解释变量是虚拟

变量Sit,代表番薯是否在t年i省引入,若引入则为１,否则为０.因此α可以衡量番薯的引入对人口

密度的影响程度.Xit是控制变量,包括玉米的引入时间、战争、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其中,衡量玉米

引入时间的方法与番薯相同,用各省引入玉米最早见于记载的时间作为玉米引入时间的代理变量.
据Chen的研究,作为与番薯在同一时期引入中国的美洲作物,玉米的引入对明清时期我国人口的增

加有显著的正向效果[５],因此本文将玉米在各省的引入时间也加入模型中.同样地,马铃薯也在同一

时期传入我国,Joel和 Qian等的研究都表明,马铃薯的引入对爱尔兰和全世界的人口增长有正向贡

献[１Ｇ２].但根据我国马铃薯传入后具体的传播情况来看,其传播速度较慢,直到清末才得以在全国范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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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大量种植,因此对明清时期的人口增长贡献有限,故没有将马铃薯的引入时间作为本文的控制变

量.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战争、自然灾害和传染病这三者均对人口密度的变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本文在回归中也控制了这三个变量.此外,proi和pt分别代表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趋势固定效

应,εit是干扰项.

２．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构建了一个历史数据集,来源于古籍、历史统计资料和地方志,时间横跨三个世纪,区域包含

１７个省份,分别为广东、福建、云南、浙江、江苏、四川、广西、江西、湖北、山东、河南、湖南、陕西、河北、
贵州、山西、安徽,基本涵盖了当时种植番薯的省份,从而可以保证能够更准确地量化番薯的引入对人

口的影响.
表１　番薯引入各省的时间

省份 番薯引入年份 省份 番薯引入年份

云南 １５７６ 山东 １７４２
广东 １５８９ 河南 １７４３
福建 １５９３ 陕西 １７４６
浙江 １６０８ 湖南 １７４６
江苏 １６０８ 河北 １７４８
四川 １７３３ 贵州 １７５２
广西 １７３６ 山西 １７５６
江西 １７３６ 安徽 １７６８
湖北 １７４０

　注:资料来源于各省地方志.

番薯引入时间.检验番薯引入对人口影响的最理

想方法是获得番薯引入的精确时间和种植面积及产量,
但这部分数据目前尚不可得.因此,本文用各省引入番

薯最早见于记载的年份作为番薯传入该省的时间.番

薯见于记载的年份数据通过整理地方志直接或间接获

得.事实上,从宋朝(大约 ９６０ 年)开始到清朝末期

(１９１０年)共出版了８２６４本地方志,并且平均每２３年

出现１本地方志.中国的地方政府,无论是省级,地区

级还是县级,都有出版地方志的传统,其经济、社会和文

化的详细事务都会精心编撰,这也是地方志经常被认为

是当地百科全书的原因,所以本文定义番薯引入各省时间的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可靠的.表１显示了

各省番薯见于记载的年份.根据各省引入番薯的时间设置虚拟变量,即当年该省是否已经引入番薯,
该虚拟变量也为本文的自变量.

人口密度.该变量为本文的因变量,计算人口密度的方法为各省人口数量与该省土地面积的比

值.人口数量数据来自明清时期２３个年份、横跨１３９３年至１８５１年,具体摘自曹树基的«中国人口

史»和严中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土地面积数据来源于梁方仲的«中国历代人口、田
地、田赋统计».本文在数据的搜集和选择时,也特别注重人口数据的真实性.根据«中国人口通史»
中的记载和分析,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人口统计的范围有所变化.姜涛也证实了这一点[１３].对于此,
曹树基在其书中详细讨论了明朝人口数字的特点以及清朝前期作为户口登记主要内容的“丁”的实

质,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口数字进行了较为严谨的推算.此外,对梁方仲书中人口数字的引用,尤其是

清乾隆之前的人口数据,本文也做了一些必要调整和推算.根据路遇等的推算,“丁”在人口中的比例

大概是三分之一[１１],所以本文中乾隆之前各省的人口数量是根据统计数据加以合理推算之后所得.
严中平书中的人口数据大多是在乾隆之后,数据真实性较为可靠,故本文未对其进行调整.

番薯的土地适宜性.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农业生态区(GAEZ)２００２数

据库.GAEZ数据库收集了不同作物的特征信息,以及气候、土地、土壤坡度等与作物生长有关的影

响因素,在非常细分的地理层面上衡量了种植单种作物的适宜性.该数据库中包含了番薯在内的

１５４种作物在世界各国的土地适宜程度,本文使用的是番薯在我国范围内的土地适宜性数据.如图２
所示,在本文涉及的１７个省份中,四川、广西、广东三个省份适宜种植番薯的土地面积较大,这与当时

的番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基本相符.
控制变量包括玉米在各省的引入时间、战争、灾害、传染病.测算玉米引入时间的方法与番薯相

同,用各省引入玉米最早见于记载的年份作为玉米引入时间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也来源于地方志.
战争数据来源于«中国历代战争年表».此年表根据历史史料,按照时间顺序,详尽记载了从公元前

２６世纪到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每场战争的时间、地点和名称.本文根据人口数据的可得性,战争数据的时

间点是１３９３年到１８５１年中的２３个离散点.对于每个年份各省的战争次数的选取,本文采用该年份

与上一年份之间发生战争的累计次数,而起始年份选取的是包括本年在内的前３年累计的战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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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FAO的 GAEZ数据库 (２００２).

图２　番薯在各省的土地适宜性面积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
数

省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平均
值

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３８８ １７ ２３ ８６．４２

番薯是否引入 ３９１ １７ ２３ ０．７６

玉米是否引入 ３９１ １７ ２３ ０．８６

番薯土地适宜性 ３９１ １７ ２３ ２．８１

自然灾害 ３９１ １７ ２３ １３．０７

传染病 ３９１ １７ ２３ ０．４８

战争 ３９１ １７ ２３ １．１０

次数.传染病数据来源于«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

常年表总集».该年表记载了自夏商时期到１９１１年发

生的自然灾害和动物、植物以及人的异常现象,“人象”
中包含了“大疫”“热病”“麻风”等.本文选取了其中具

有传染性的“大疫”数据,具体的选取规则与战争相同.
自然灾害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然灾害通史»的明代卷和

清代卷.书中统计了明清时期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现

象.本文选取了其中对人口密度变化影响较大的“旱
灾”“水灾”“虫灾”三种自然灾害,具体的选取规则也

与战争相同.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本文所用数据集共包括１７个省份,２３个具体的年份,共有３９１个观测值.每个省

在不同的年份人口密度的平均值为每平方千米８６．４人,７６％的数据来自番薯的引入之后的年份,

８６％的数据来自玉米引入之后的年份.在这２３个年份中,自然灾害的频次平均为１３．０７次,传染病

发生频次平均为０．４８次,战争发生的频次平均为１．１０次;不同省份番薯的土地适宜性程度在本文用

数字０~１０代表,其平均值为２．８１.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番薯引入对人口变化的影响分析

运用DID方法实证分析番薯引入对人口密度影响的计量结果如表３所示.第(１)列是基础回归

结果,只控制了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α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番薯的引入在全国范围内

来看,对人口密度有正向的显著作用,即证明了番薯引入对人口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可能存在遗漏

变量问题.为了更准确地估算番薯引入的作用,第(２)、(３)、(４)列加入了自然灾害、战争、传染病控制

变量,α系数仍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增长效应有小幅的下降.其中自然灾害、传染病和战争对

人口密度的影响是负向的,也符合我们的常识判断.第(５)列加入了玉米引入时间,剔除同时期玉米

引入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此外,为了尽可能控制其他遗漏变量的影响,并且解决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

题,加入了人口密度的滞后项.结果显示α 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番薯的引入可使得人口密度

平均增加３８．７％,可见番薯的引入对人口密度的增加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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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番薯引入对人口变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人口密度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番薯的引入 ０．５０１∗∗ ０．４９４∗ ０．４８３∗∗ ０．４７９∗∗ ０．３８７∗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２) (０．２４６) (０．２３６) (０．２２６)

玉米的引入 ０．９５７∗∗

(０．４８２)

人口密度滞后项 ０．３８０∗∗∗

(０．１０３)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自然灾害 否 是 是 是 是

战争 否 否 是 是 是

传染病 否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３８８ ３８８ ３８８ ３８８ ３８８

R２ ０．９３３ ０．９３４ ０．９３５ ０．９３５ ０．９５７

　注:∗ 、∗∗ 和∗∗∗ 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　番薯在南北方对人口的不同影响

人口密度对数 (１) (２) (３)
南方 北方

番薯引入 ０．３８７∗ １．３６２∗∗∗ －０．３８４
(０．２２６) (０．２８８) (０．２５０)

玉米引入 ０．９５７∗∗ ０．１４８ ０．８１９∗

(０．４８２) (０．３７９) (０．４４４)
人口密度滞后项 是 是 是

自然灾害 是 是 是

战争 是 是 是

传染病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３８８ ２３０ １５８
R２ ０．９５７ ０．９５７ ０．９６５

　注:本表回归同时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

及战争、传染病、自然灾害、玉米的引入时间等控制变

量;∗ 、∗∗ 和∗∗∗ 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

显著,后表同.

　　２．番薯引入分别对南北方人口增长的影响分析

为了厘清番薯引入对南方和北方人口增长效应是

否存在异质性,本文将数据中１７个省划分为南方省份

和北方省份,其中南方省份有１２个,北方省份有５个,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其中,第(２)、(３)
列分别是对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的估算结果.明显地,
玉米的引入对北方人口增长的效应更加显著,而对南方

人口的增长作用并不显著.番薯则相反,番薯对南方人

口增 长 有 显 著 的 正 向 作 用,可 使 得 南 方 人 口 增 加

１３６．２％,而对北方人口的增长作用并不显著,不显著的

原因可能是关于北方省份的数据过少.但即便如此,也
可以看出在明清时期,番薯对南方人口的增长作用比北

方要高.并且,分析结果也验证了由于番薯引入对北方

人口变化影响甚微才导致番薯对全国人口的增长效应

小于对南方人口的增长效应.
本文认为番薯引入对南方地区人口增长效应显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其一,正如前文所述,

从全国范围来看,番薯自闽广地区首先引入,之后向周围省份传播.而闽广地处我国的东南地区,因
而南方省份大都比北方省份引入番薯的时间早一些,当地百姓对番薯的认可也就更早,受番薯的影响

也更大,从而使得番薯对南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二,番薯对人口增长作用更多是通过

增加粮食供给实现的,而粮食产量与耕种面积密切有关.在肥沃的土地上稻米、小麦等作物的种植面

积占比最大,而番薯主要是在新开垦的荒地上大量种植,明清时期垦荒的重点是南方地区.因此,番
薯在南方的种植面积比北方大,从而可能导致番薯对南北方人口数量影响存在差异.其三,南方地区

番薯适宜性比北方地区高.番薯虽然高产抗旱,适应性强,但其更喜好在亚热带地区生长.我国亚热

带地区主要位于秦岭淮河以南,主要包括两广地区、两湖地区、云贵川、浙江、江西等南方省份.所以

番薯在南方的适宜性更高,产量应该相对也较高,从而番薯引入对南方人口增长的影响也就更大.此

外,在番薯引入北方的初始阶段,冬天太冷,薯苗无法存活,每到栽种时都需要去南方购买,一直到清

乾隆后期,才找到了北方番薯留种的方法,这也证明了番薯更适宜在较温暖的南方生长.
总之,与北方相比,南方引入番薯的时间相对较早,对当地人民的影响更深,加之南方地区自身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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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地理环境和荒地垦殖的推动,使得番薯在南方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相对较多,由此番薯的引入对

南方人口增长的影响也就更大.

　　四、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表５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人口对数

滞后二期
０．２４８
(０．２７８)

滞后一期
０．３０９
(０．２８４)

引入后一期
０．６６１∗∗

(０．２７４)

引入后二期
０．４８６∗

(０．２６４)

引入后三期
０．３７１
(０．２６６)

观测数 ３８８
R２ ０．９３６

为了确保引入省份和非引入省份在引入番薯之前

没有不同的人口变化趋势,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
首先将番薯引入前的时间段分为小于２０年、大于２０年

且小于５０年、大于５０年三个阶段,分别命名为滞后一

期、二期、三期,将番薯引入后的时间段也如此拆分,分
别命名为引入后一期、二期、三期.将这六个时期变量

加入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在番薯引入前,番
薯对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番薯引入后的２０年内,
对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影
响作用不断减小.这也进一步证明上述计量结果是稳健

的,即番薯引入能带来人口的增长这一结论是可靠的.
２．番薯土地适宜性的加入

在基准模型中,用番薯引入时间作为自变量来研究番薯引入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而限于数据的可

得性,没有使用番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但事实上,人口的增长不仅与番薯的引入时间有关,而且受

到番薯种植数量的影响,且每个地区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与当地的土壤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有必

要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番薯在各地的种植适宜程度.Jia认为 GAZE数据库中衡量的土

地适宜性与明清时期会有所不同[４],本文认同其观点,但本文也认为不同时期的土地适宜性应该是高

度相关的,所以通过加入土地适宜性变量的方法来检验基础回归的稳健性.回归方程如下:
lnYit＝β１Suitablei×Sit＋β２Sit＋β３Xit＋proi＋pt＋εit (２)

表６　番薯土地适宜性的加入

变量 人口对数

适宜性土地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９)
玉米引入 是
自然灾害 是
战争 是
传染病 是
观测数 ３８８
R２ ０．８３５

式(２)中,Suitablei是i省番薯种植适宜程度,取值

０~１０,取值越大表示本省越适宜种植番薯,数据来源于

FAO的 GAEZ数据库.通过对比番薯引入前和引入

后适宜种植番薯和不适宜种植番薯的地方人口增长的

差异,即式(２)中的β１大小,来估计番薯引入对人口增长

的影响.由于模型已经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故不再单独

控制Suitablei.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β１系数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土地对番薯种植的适宜性显著影

响着当地番薯引入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也就侧面说明番薯产量对人口增长有正向影响,支持了本文番

薯引入对人口增长有显著作用的结论.
３．政策的影响

清朝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因政策推动,番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推广和传播.
在此之前,康熙、雍正也都曾推广过番薯的种植,但实施力度和实施效果均较差.姜纬堂在详细考证

的基础上,肯定了乾隆推广番薯所作的贡献,并认为乾隆五十年的推广是清朝最大规模的一次[１４].
当年,河南大旱,粮食大面积歉收,乾隆皇帝遂下旨在河南大面积推广种植番薯,增加粮食供给,以防

灾荒给人民带来的危害.同年,乾隆通读«甘薯录»,对书中记载的番薯的好处以及传种之法大加赞

赏,并作出批示,要将其整理并分发各州府,使更多的府县知晓种植番薯的好处,多加种植.到同年８
月,乾隆见到河南引入番薯的经验和成效,希望将其在各直省得以推广,更是明发谕旨,“使民间共知

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１５].此后,各直省巡抚积极响应和配合,在各自省内积

极宣传,使更多的百姓种植番薯.因此,番薯在各省得以更广泛地传播,解决了更多百姓的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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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人口密度的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为对番薯传播的外生政策冲击,乾隆在１７８５年颁布的番薯推广令使番薯在各省的种植面积和

产量有了显著上升,从而对人口密度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此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增

加番薯种植面积和产量来影响人口密度的变化.因而,本文运用 DID方法,通过衡量番薯推广政策

颁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来检验番薯的种植是否对人口密度有正向影响.识别方程如下:
lnYit＝γ１Suitablei×Postt＋γ２Xit＋proi＋pt＋εit (３)

表７　加入政策的影响因素

变量 人口对数

政策推行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１６８)
玉米引入 是

自然灾害 是

战争 是

传染病 是

观测数 ３８８
R２ ０．８３３

Postt是一个虚拟变量,识别清朝官方推广的外生

冲击.年份大于等于官方推广年份,则Postt取值为１,
否则取值为０.本文这里选择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作
为官方推广的年份.在方程(３)中,γ１则表示番薯的种

植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７所示,γ１系数在

１％水平上统计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加入了玉米引入

时间、战争、传染病、自然灾害等控制变量后,番薯推广

政策颁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使人口密度

平均增加６．１％,从而也支持了番薯引入对人口密度的

增加具有贡献这一结论.

　　五、结　语

　　番薯在十六世纪后期经三条主要路径引入我国,至十八世纪中期,已遍布全国,成为我国主要粮

食作物之一.番薯的引入和传播使得大量荒地得以垦殖,加之其亩产量较高,大大增加了我国的粮食

总产量,为明清人口的增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广泛搜集有关明清时期番薯种植和人口数据,尤
其是整理各省地方志中关于番薯引入时间,创新性地用各省引入番薯最早见于记载的年份作为番薯

传入该省的时间,突破了番薯种植面积和产量数据不可得性对该领域研究的限制.基于史料数据,本
文利用DID方法量化番薯引入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的作用,证实番薯引入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起到

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本文还发现,由于番薯在南北方的适宜性和种植面积以及产量存在较大差

异,番薯引入对南北方人口增长存在异质性,番薯引入对南方人口增长的贡献远高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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